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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性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政策的实践困境与优化
路径
——基于河南省 H 县的田野调查

刘琪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社会与民族学院，北京   102488）

摘 要：伴随互助养老从社会自发发展阶段迈向国家视野下的积极统筹阶段，互助养老政策的现实重要性由此凸显出

来。基于嵌入性视角，互助养老政策下乡必然受到诸多内生性因素影响，在此情形下，政策需要积极调适自身并推进认

知、文化、组织和政策的社会嵌入，才能取得良好的政策效果。然而，由于注重硬件投入和追求标准化服务、互助文化

式微和养老观念变迁、缺乏社会动员和组织体系建设、量化指标推进和行政控制权强化，当前互助养老政策存在认知脱

嵌、文化脱嵌、组织脱嵌和政策脱嵌等结构性困境。作为改进，应加快协商平台构建和服务评估优化、强化养老政策宣

传和家庭政策支持、加强社会精英吸纳和组织体系构建、优化治理主体合作和考核体系改善，塑造出良好的嵌入性环

境，助推互助养老政策的认知、文化、组织和政治嵌入，真正实现低成本、高福利、可持续的互助养老服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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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

农村 60 岁、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重分别为

23. 81%、17. 72%，这一客观数据反映出我国农

村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与此同时，《中国家

庭发展报告 （2015 年）》显示，仅有 15. 9% 的农

村老年人认为其养老不存在困难。农村人口年龄

结构老化之所以同农村养老问题化建立起了更为

直接的关联，首先源于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一方面，家庭成员尤其是年轻子女外出务工成为

普遍事实，农民家庭结构拆分并形成城乡分离下

的日常居住生活空间的脱域化，子女难以为父母

提供就近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1］；

另一方面，农民家庭的扩大化再生产导致农村老

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成为“结构性”剩余［2］。两

相作用下，老年人越来越难以从家庭中获得养老

支持。其次源于社区养老遭遇挑战。伴随乡村社

会的剧烈变迁，村庄内部既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和

非正式社会资源难以在村庄养老事业中发挥积极

作用，致使那些溢出家庭边界的养老问题同时难

以在社区层面得以妥善解决［3］。

在此背景下，作为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互

助养老因“整合了政府、社会和家庭的资源”［4］，

被视为一种低成本的新型养老模式而获得了来自

政界和学界的肯定。国务院早于 2011 年便提出要

探索“新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其后，农村互

助养老一直为政府所重视。近些年，全国各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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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纷纷投入资源推动农村养老服务建设，并在实

践中涌现出诸如农村幸福院、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时间银行等多种多样的互助养老形态［5］。其

中，2008 年河北肥乡探索创立的农村互助“幸福

院”模式更是成为影响甚广的经典案例并在全国

推广，其成功经验被概括为“集体建院、集中居

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6］。自此，幸福院成

为地方政府推进农村互助养老事业发展的重要政

策载体。

针对这一新型养老模式，学界展开诸多讨论

并积累了丰厚的成果。然而，对于互助养老能否

真正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目前尚未达成共识。而

绝大部分幸福院处于闲置状态［7］，面临难以自拔

的困境［8］，呈现出幸福院建设的轰轰烈烈和运营

的冷冷清清这一鲜明反差，由此引发了不少学者

的质疑。基于此，学界针对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

困境展开了热烈讨论，大体来看，既有研究可概

括为两种视角，一是行动视角，一是系统视角。

行动视角专注于解析互助养老行为得以展开

的行为基础，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构成

了其最为重要的两种理论解释框架。两种理论视

角下的互助养老分别被视为投资和交换行为，而

互助养老困境则产生于社会资本不足或社会交换

不畅。具体来看，社会资本理论框架下的互助养

老被视为一种社会资本投资行为，而其之所以出

现困境，源于当前农村稀缺的社会资本存量难以

有效提升农民参与互助养老的意愿，主张通过重

构社会网络资源以强化养老规范、社会信任，进

而帮助老年人获取各种相对稀缺的养老资源［9］，

最终助益于农村养老事业发展。社会交换理论框

架下的互助养老则被视为一种社会交换行为，是

一种“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回报互动行为”［10］。在

此框架下，互助养老困境源于社会交换行为无法

得到保障，作为改进，时间银行被视为一种有效

机制，它建构了以“代际接力”和“双向互助”

为主要特征的服务交换模式，从而能够低成本地

提供异时、异地和异质的交换服务［11］。

系统视角则将农村互助养老视作一个涉及多

层次、多领域和多方面的社会系统，而资金系

统、服务系统、组织系统和评估系统共同构成了

维持互助养老可持续运行的关键部分［12］，互助养

老困境则源于其中某一或多个重要构成无法发挥

作用。例如，纪春燕指出资金来源不稳定是互助

养老模式可持续运行的最主要困难［13］；王伟进认

为当前农村互助养老存在需求巨大和服务有限的

关系紧张［14］；朱震宇发现农村社区的组织化程度

不足制约了互助养老长期发展［15］；张继元强调互

助养老评估体系缺乏，因重视福利输出、轻视福

利效果而致使老年人的真正需求受到忽视［16］。

上述研究展现了农村互助养老实践困境的多

维视角，行动视角重点关注互助养老行为可行性

的理论解析，系统视角强调互助养老的系统性特

征及其运行。两种视角虽然在互助养老领域已经

达成部分重要共识，但是仍存在以下局限，即缺

乏从政策执行的角度解析农村互助养老困境，因

而未能将农村互助养老纳入更广阔的视域中加以

讨论。从现行农村互助养老实践来看，由村庄内

生组织起来并自发开展的互助养老相对较少，而

依靠政府这一外生力量推动发展的互助养老更为

常见［17］，这意味着，农村互助养老政策的执行过

程将会深刻影响其实践效果。基于此，本文尝试

引入嵌入性视角，在政策议题中探究互助养老，

并以幸福院这一重要的政策载体作为切入点，探

究互助养老政策执行与互助养老政策困境之间的

关联，重点关注农村互助养老政策的脱嵌困境及

优化路径。

二、农村互助养老政策的嵌入性

视角与分析框架  

（（一一）） 嵌入性视角　嵌入性视角　

“嵌入”是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18］，并

于近些年受到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在内

的多学科关注及应用。“嵌入”概念最早由波兰

尼引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意指“人类的经济是

浸没在他们的社会关系之中的”［19］。换句话说，

经济行为总是嵌入到非经济的社会文化、习俗等

社会系统之中。延续波兰尼的思考，格兰诺维特

创造性重塑了嵌入性概念，将经济和社会从波兰

尼笔下宏观且抽象的层面带入微观且可操作化的

层面，他不仅明确指出经济行为持续且情景化地

嵌入于社会结构中，而且建构出关系性嵌入、结

构性嵌入和时间性嵌入的理论分析框架［20］，大大

提高了嵌入性概念的思想解释力和应用范围。在

格兰诺维特的影响下，有关嵌入性概念的相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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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不断得到丰富，比如，祖金和迪马吉奥进一步

将嵌入概念解析为结构嵌入、政治嵌入、文化嵌

入和认知嵌入四种类型［21］，用以理解认知、结

构、文化和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行动的嵌入

性作用；哈格多恩则建构出环境嵌入性、组织嵌

入性和双边嵌入性的理论框架，搭建起宏观—中

观—微观的三重层次结构，考察环境 （国家、产

业）、社会网络和组织间关系对经济行为的嵌入

性影响［22］。

这些研究拓展了嵌入性概念的内涵，并促成

了嵌入理论的形成及完备。可以看出，不同学者

搭建出的嵌入理论分析框架有着较大差异，然

而，他们对于何为“嵌入”却有着相对一致的理

解，从理论内核来看，嵌入性理论预设人类的所

有行为皆是嵌入关系结构、文化图式、社会认知

和政治框架之中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嵌入性

理论成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分析工具并不断拓展其

使用边界，逐渐运用于诸如社会组织、基层治理、

农村养老等研究领域，如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

展［23］、嵌入性治理［24］、嵌入性养老服务［25］ 等。

受此影响，王思斌明确指出，可以对嵌入性这一

社会学概念进行反思性借鉴和拓展［23］。这启示我

们，嵌入性理论的运用不应仅局限于经济活动领

域，而应取决于研究者的具体研究情境及其目的、

思路。本研究将嵌入性理论运用于农村互助养老

政策领域，探析乡村社会内生结构之于政策的嵌

入性影响。事实上，嵌入性理论同基层治理中的

政策实践有着天然耦合性，在“国家—社会”关

系架构下，嵌入理论常常指涉行动主体参与社会

建设及其治理的策略和逻辑［26］。王磊指出社会政

策同社会治理间的“嵌入性”关联，认为两者之

间存在影响社会福利实现效果的“嵌入性张力”，

当政府的政策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社会成员

需求规划时，两者处于互嵌的良性状态［27］。

受到嵌入性理论的启发，农村互助养老政策

便不仅仅是政策及资源单向输送的过程，而是受

到乡村社会的观念认知、文化图式、关系结构和

政治框架等多种内生性要素的嵌入性影响，这是

本研究的理论基点。而从政策实践效果来看，互

助养老政策存在“嵌入”与“脱嵌”两种结果，

嵌入指的是政策受到乡村社会情境中诸多内生性

因素影响而做出积极调适使自身不断契合社会的

过程，其结果是政策嵌入社会并达成良好效果；

脱嵌指的是政策脱离社会而按照自身逻辑独自运

转，其后果是失去政策的社会准心。

（（二二）） 分析框架　分析框架　

基于嵌入性理论，本文认为，互助养老政策

不仅要实现政策目标和福利提升，更重要的是要

关注社区和社会，需要建立起政策和社会之间的

平衡关系。结合嵌入性理论和田野调研发现，乡

村社会的认知、文化、组织和政治是最重要的影

响因素，由此建构出互助养老政策的认知嵌入、

文化嵌入、组织嵌入和政治嵌入的分析框架以理

解农村互助养老政策在基层社会的嵌入实践。

一是认知嵌入。在老年人看来，互助养老是

政府推动的外部政策，这样，要想实现内部化，

首先需要契合农村老年人的认知图式，才能为老

年人所接受。在这个意义上，互助养老政策的认

知嵌入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要匹配上老年人的

认知模式，这样，老年人便可较为容易地理解政

策意图；其二是要匹配上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这

样老年人才能够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改善自身养

老处境。

二是文化嵌入。农村是一个富有历史底蕴和

社会内容的地方性社会，形塑出了特殊的文化习

俗和社会规范，主导着人们的养老观念并引导着

其养老行为。互助养老政策嵌入农村社会必然受

到农村养老文化和行为模式的影响，只有契合并

适应乡村文化环境，才能克服政策执行过程中的

文化梗阻，并获得积极的文化支持力量。

三是组织嵌入。互助养老需要动员乡村社会

多元力量参与，才能稳固政策的地方性接应力

量，减轻自身发展成本并解决不可持续难题。社

会组织是将农村碎片化的关系组织起来的载体，

能够将农村中的个体和群体动员起来共同应对养

老问题，从而为互助养老提供组织化的支持力

量。组织嵌入指的是农村各种社会主体能够组织

化地参与到互助养老中来。

四是政治嵌入。政治嵌入强调互助养老政策

执行主体所处的政治环境对自身行为选择的影

响，所处的政治环境若是能够对政策执行形成正

向支持，便可引导政策执行主体做出更有利于互

助养老事业发展的行为选择。

（（三三）） 案例介绍　案例介绍　

本研究的经验材料源于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

于 2021 年 9 月于湖北、湖南、河南 3 省 9 县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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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一老一小”专项调研，通过问卷调查和深

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互助养老政策执行情况

及其效果展开了全面调查。为便于分析，本文选

取河南省 H 县的 12 所幸福院①作为实证研究对象。

在专项调研中，为获取第一手田野调研资料，笔

者及其团队与 H 县政府相关干部、12 所幸福院所

在乡镇的主要政府工作人员、相关村村干部、幸

福院负责人和普通村民进行了深度访谈。除此之

外，还有意识搜集并梳理了县、镇、村的相关档

案资料、政策文件和新闻报道等文本资料作为田

野资料的补充来源。之所以选择 H 县作为研究对

象，源于 H 县是上级政府近些年推行互助养老政

策的重点县，并于 2018 年被正式赋予示范县称

号，这使得 H 县的互助养老政策实践及其效果更

为完整和典型，从而更有利于深入解析当前农村

互助养老政策困境。此外，以行政力量推动农村

互助养老服务是中西部欠发达农村地区比较常见

的模式，H 县因而具备了个案研究所要求的典型

性特征。有鉴于此，本研究以 H 县的 12 所幸福院

作为典型案例展开讨论。

根据 H 县统计局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辖区内常住人口达 1022 322 人，其中 60 岁及以上

的 老 年 人 口 数 量 为 105 115 人 ， 占 比 高 达

20. 06%；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为 160 448
人，占比 15. 69%。可见，县域老龄化程度较深。

H 县统辖 18 个乡镇。2018 年开始，县政府重点推

动农村养老“幸福工程”工作，由县财政承担，

向各乡镇分别投入 80 万元专用款项用于幸福院的

改造与建设工作，每个乡镇平均建成 4~5 个幸福

院，最终共建设有幸福院 87 所。目前已经关停了

一大批，仅保留了 47 所。调研的 12 家幸福院具

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可以看出，12 所幸福院中至少有 11 家

是政府推动成立的，还有 1 家依靠社会热心人士

捐助成立。从服务内容来看，政府主导成立的幸

福院提供的服务高度统一，主要是在幸福院空间

为老年人提供电视机、健身器械和图书，依靠热

心人士捐助的幸福院则提供食宿服务，挂靠于养

老机构的幸福院除提供食宿服务外，还提供简单

医疗服务；从运营情况来看，大部分的幸福院处

于无人问津的状态，挂靠于养老机构的幸福院成

立时间较晚，笔者调研时其还处于试运营阶段，

只有依靠热心人士捐助的幸福院处于正常运营状

态。由此可见，幸福院这一场所虽然坐落于乡村

物理空间之中，但却未能同老年人的生活深度关

联起来，致使在农村大力推广的幸福院目前尚未

能真正发挥弥补家庭养老缺位的功能预期。

三、嵌入性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

政策的实践困境  

公共政策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工具。基于未富

先老、未备先老这一基本国情，政府出台互助养

①    这 12 所幸福院分布于 6 个镇，每个镇选取 2 个幸

福院，因部分没有正常运营的幸福院的村两委不愿接受调

研，故样本选取原则是依靠县镇两级推荐。

表 1　幸福院情况简介

幸福院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组织者

村两委

村两委

村两委

村两委

村两委

村两委

村两委

村两委

热心人士

养老机构

村两委

村两委

资金来源

政府+村集体

政府+村集体

政府+村集体

政府+村集体

政府+村集体

政府+村集体

政府+村集体

政府+村集体

政府+社会捐助

政府+市场主体

政府+村集体

政府+村集体

服务内容

电视、健身、图书

电视、健身、图书

电视、健身、图书

电视、健身、图书

电视、健身、图书

电视、健身、图书

电视、健身、图书

电视、健身、图书

食宿

医疗

电视、健身、图书

电视、健身、图书

评估主体

政府

政府

政府

政府

政府

政府

政府

政府

政府

政府

政府

政府

运营状况

闲置

闲置

闲置

闲置

闲置

闲置

闲置

闲置

运营

试运营

闲置

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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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政策，尝试推动建构一套“低成本、高福利、

可持续”的养老服务生产体系，切实提升农村人

口老龄化治理能力，最终助益于农村老年人美好

晚年生活的实现。政策推动的互助养老被视为乡

村社会的外部事项，要想扎根于乡村并实现政策

效益的最大化，必然要受到各类非政策因素的嵌

入性影响，并在与之互动的过程中重新编织乡村

社会的资产地图，在激活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互助

养老的合作生产。政策若是无法处理好同社会之

间的“嵌入性张力”，将会遭遇多维脱嵌困境。

调研发现，在互助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领域中，

行政主导的互助养老因局限于政府自身行动逻

辑，未能有效适配乡村社会情境而陷入认知脱

嵌、文化脱嵌、组织脱嵌和政治脱嵌这一结构性

困境，致使农村互助养老政策出现实践偏差。

（（一一）） 认知脱嵌认知脱嵌：：互助养老政策悬浮于农村互助养老政策悬浮于农村

认知图式　认知图式　

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社会认知理论，指

出环境、认知因素影响着个体行为选择［28］。在互

助养老政策领域，政策下乡创造了新的环境，村

民是重要的互助行为主体，他们在适应新环境的

过程中形成了对于互助养老政策的基本认知。一

般认为，政策认知水平越高，个体越是能够产生

政策认同感从而做出政策遵循行为［29］。政府只有

不断提高村民对于互助养老政策的认知水平，才

能有效影响乃至改变他们的固有认知，并引导他

们按照政策目标所期望的方式做出互助养老行

动。而政策认知有效提高的重要途径是强化村民

对于政策的了解程度和参与程度［30］。然而，在互

助养老政策下乡过程中，政府这一重要的政策执

行主体因注重硬件投入、忽视政策宣传，以及追

求标准化服务、忽视差异化需求，导致村民不仅

不理解互助养老政策，而且排除于政策实施过

程，带来了互助养老政策的认知脱嵌困境。

具体来看，一是重视硬件投入、忽视政策宣

传。2018 年开始，H 县陆续出台政策推动辖区内

互助养老事业的发展，先后发布了 《关于推进农

村“幸福工程”的通知》《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幸

福院建设的意见》《关于支持农村幸福院建设的

实施意见》《关于下达农村幸福院建设任务的通

知》《关于农村幸福院的考核办法》 等文件。尽

管相关政策较多，但是政府没有在乡村社会充分

宣传这些政策。从政策执行来看，H 县将幸福院

作为农村互助养老事业建设的主要抓手，并将政

策重点放置于配套专项资金支持各乡镇改造或建

设幸福院，配备包括电视、图书报刊、健身器

械、炊具、桌椅等在内的相关服务设施。这些设

施的配备好像自然能够得到村民理解，并发挥人

群集聚、社会联结作用。然而，在村民看来，

“这是政府的事情，上面要求的，跟我们关系不

大，不知道有什么用”。

二是追求标准化服务、忽视差异化需求。在

人口学上，凡是超过 60 岁的人群皆可称为老年

人，他们是互助养老政策的目标群体。伴随人口

寿命延长和现代医疗技术进步，过去被视为一个

年龄集团的老年群体内部出现了年龄分层，存在

中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之分，他们存在着不同的

养老需求，中低龄老人希望通过社会交往获取精

神慰藉，而高龄老人更为迫切的需求是生活照

料。然而，政府在推行互助养老政策时，未能充

分考虑乡村社会的差异化需求，追求更加标准化

的服务内容供给。这一举措无疑是将不规则的乡

村社会加以格式化、标准化，其背后反映出的是

“对上主义”而非“对下负责”，因为标准化的服

务更方便量化和满足考核。其典型表现是幸福院

服务内容的设置及其功能的满足，政府存在明显

的简化偏好。从服务内容来看，政府旨在通过电

视的供给，将老年人集聚起来满足其社交需求；

通过健身器材的供给，提高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水

平；通过图书的供给，增加老年人的文化知识。

然而，这些服务内容和预期效果仅仅是政府工作

人员的想象，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服务内容华

而不实。不少老年人抱怨道：“ （电子） 健身器

械不会使用，显得蠢，还不如种种田锻炼身体”

“老花眼看不清书上的字，费眼得很”“不会认

字”。政府因未能深入基层并为村民提供制度化

的参与渠道，因而也就难以依靠群策群力更好识

别并满足乡村社会的差异化需求，从而生产出有

效的服务。

由此可见，尽管互助养老政策下乡营造了新

的环境，然而政策执行过程中，村民不仅没有被

纳入政策信息扩散群体之中，而且缺乏参与政策

实施过程的有效渠道，他们也就没有真正进入这

一政策环境并与之产生密集互动。互助养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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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未能勾连起村民的认知系统并对其施加影响，

也就无法提升村民对于政策的整体认知水平。在

不了解政策信息且缺乏参与途径的情况下，村民

自然难以产生主体感并积极参与互助养老之中。

（（二二）） 文化脱嵌文化脱嵌：：互助养老政策悬浮于农村互助养老政策悬浮于农村

文化体系　文化体系　

互助养老是政策与文化的结合，互助养老政

策在进入乡村社会并与之发生互动的过程中，必

然受制于农民的固有价值观、非正式规范等文化

环境的影响，而互助养老所倡导的价值将直接影

响其能否较好嵌入乡村文化环境。如果互助养老

政策能够获得乡村社会的本土文化支持，将会为

社会所接纳并获取不竭的文化助力，反之，其若

是同乡村社会的文化环境相冲突，必将遭到社会

深层次的抵制。互助养老是在政府引导下由老年

群体共同参与并合作生产养老服务的社会养老模

式，其本质是老年人自发的互助行为，核心是活

化并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实现养老过程的相互照

顾。可见，互助、合作构成了互助养老的核心价

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深深嵌入以地缘、血缘关

联为基础的乡村熟人社会的互助文化传统底蕴

中，因而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实践空间。

然而，从政策实践效果来看，农村互助养老服务

仍出现了“水土不服”现象，老年人的参与动力

不足、参与行为欠缺。究其原因，抽象层面的互

助养老理念理应很好嵌入乡村文化环境，但从农

村互助养老服务所要求的社会基础和生成逻辑来

看，互助养老政策仍面临着文化脱嵌困境。

一是社会关联弱化，互助文化收缩至私人互

动领域。在中国传统农村，血缘、地缘关系是村

民们最为认同且依附的主要社会关系［32］，村民可

以从中获得各种必要的资源，包括互助合作资

源，比如农忙时期的劳动支持、人情往来中的礼

物支持、孤寡老人养老的社会支持等。在长期的

合作互助中，互助文化沉淀为厚重的“社会底

蕴”，在乡村社会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依托这一文化，互为义务的社会关联由此形塑出

来。然而，伴随人口外流和市场理性入侵，互助

文化不再在村庄层面发挥作用，互助行为更多发

生于个体间的私人关系之中。换句话说，村庄层

面互为义务的社会关联打破，人们是否做出互助

合作行为更多取决于利益、关系考量。只有有利

于自身，或者与自身关系亲近，村民才考虑针对

他人做出互助行为。在调研现场，不少村民感叹

“世道变了，以前人心是暖的，现在散了”“以前

一个村子里都算是一家人，互相帮助是常事，现

在各家吃各家的饭，谁也不好麻烦谁，就怕人情

债”。在社会关联弱化的情况下，互助养老政策

便难以直接激活并援引乡村社会的互助文化传

统，在不激活社会的情况下难以获得乡村社会的

互助文化支持。

二是养老观念变迁，孝文化诱致养老行为的

家庭锁定。从基层看去，家庭养老是我国沿袭已

久且最为基本的传统养老方式，是由家庭成员供

给养老资源的养老制度［33］。随着家庭流动性增强

和发展主义席卷，家庭的养老功能逐渐缺损，为

互助养老的发展提供了文化缝隙。然而，面对家

庭养老不确定性增加这一社会事实，农民的家庭

养老观念并未受到根本动摇，他们不是走出家门

借力群体，而是在家庭框架内积极调适自身。具

体来看，H 县农民存在以下几种常见的调适行

为：第一，拓展养老主体，主动突破养儿防老的

传统思维定式，女儿逐渐成为重要的养老责任主

体即是典型例证［34］，不少老人感叹，“女儿比儿

子贴心，儿子娶了媳妇顾不上父母，对女儿好，

女儿嫁出去了也挂念老人”；第二，改变角色认

知，形塑出老人不老的新型观念，不少年近 60 岁

的村民认为，“60 岁身体还好得很，还是年轻人，

能继续为子女奔”；第三，降低养老预期，养老

日益简化为不能动时子女能够在床前尽孝心的底

线要求，调研发现，父母对子女有着较多体谅，

但这种体谅无法缓解他们的养老焦虑，“就怕死

在家里没人发现，村里已经有好几例了，子女能

在最后守在身边，就知足了，就是孝顺”。从中

可以看出，养老的边界未能从家庭中转移出来，

家庭养老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模式没有受到根本性

动摇。在孝文化、孝政治等传统家庭伦理的统摄

下，家庭养老不仅仍是子代难以脱卸的刚性责

任，是他们发乎于父代生养之情的感恩与回报，

而且也是老年人获取情感满足的重要凭借，关乎

着他们的生命尊严与精神寄托，这导致家庭以外

的养老方式难以被村民所接受。更进一步，在

“家文化”的熏陶下，老年人的养老选择同子女

的“孝心、孝行”高度捆绑在一起，这导致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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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走出家门并做出其他养老选择的行为被视为子

女不孝、不愿照管的无奈选择，是难以为乡村

“家文化”所接受的。老年人即使有着向家庭外

部寻求帮助的迫切需求，也不愿意脱离家庭，更

不会向外部抱怨自己所遭遇到的养老困境。在这

种 情 况 下 ， 互 助 养 老 缺 乏 可 扎 根 生 存 的 文 化

缝隙。

（（三三）） 组织脱嵌组织脱嵌：：互助养老政策悬浮于农村互助养老政策悬浮于农村

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　

农村互助养老依赖于本地老年人的互惠交

换，稳定的互惠交换行为是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

的必要条件。过去，互助文化能够在道德层面对

个体行为形成强约束，互惠交换行为的顺利展开

不构成问题。然而，伴随传统互助文化式微和乡

村社会的个体化转向，人与人之间互为义务的互

助关联逐步解体，个体难以从社会关联中获取所

需资源，只好以个体之力应对老化风险。互助养

老便是要将农村老人从这种“无缘”的个体化状

态中解救出来，提高老年群体的组织化程度，进

而使其再次迈入“有缘”社会。只有提高组织化

程度，才能有效应对互助文化式微和社会资本流

失带来的互助合作难题。而老年群体组织化程度

的提升不仅需要进行深刻的社会动员，而且需要

实体化的组织载体供给作为稳固支撑。从逻辑顺

序来看，社会动员在前，组织载体在后，只有经

历了深刻的社会动员，组织载体才能真正依靠社

会活力发挥作用。有鉴于此，全国农村养老服务

推进会议提出要“加强互助服务的组织引领”，

从而助推农村互助养老政策重点从设施建设过渡

到组织建设，尽可能将乡村社会内部的社会资源

和关系网络组织起来［35］。然而，互助养老政策的

基层实践却偏离组织培育和供给的政策初衷，不

仅缺乏社会动员这一重要环节，而且存在形式化

供给的行为误区，导致农村低度组织化的现状没

有得到改变，互助养老由此陷入组织脱嵌困境。

H 县要求各个村庄成立老年人协会，从结果

来看，老年人协会这一重要组织没有发挥实际作

用，也没有提高乡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老年人

协会的负责人主要由村干部组成，而其成员则是

村干部随意填写并指定的，主要是为了应付政府

考核，这样，老年人协会由一种“自组织”成为

一种“他组织”，未能有效勾连起乡村社会内生

结构。在此情形下，尽管当前存在少量积极分子

自发活跃于农村互助养老领域，但是他们不仅缺

乏组织依托，而且难以依靠组织力量形成星火燎

原之势。从社会力量的参与情况来看，H 县 12 所

幸福院中只有 2 所实现了社会力量的嵌入与整合，

其余 10 所幸福院缺少社会力量的参与。从社会力

量参与动力来看，无论是热心人士，还是机构负

责人，他们参与互助养老事业的内在动力源于其

对于家乡的归属情感，这种情感激发了他们对于

家乡的持续投入行为。 I 幸福院所在的村庄经历

了“农民上楼”，为解决那些超过 80 岁的老年人

难以上楼问题，村集体划定一块专门区域修建老

年房供其集中居住，直到“幸福工程”的推动，

老年房才正式挂牌为幸福院。因为是老年房挂

牌，该幸福院只解决老年人的住宿问题，其他诸

如吃饭、医疗等服务则由家庭提供。其后，村里

一位热心老板主动找到村干部，提出要捐资解决

老年人吃饭问题，村里拿出一间空余的老年房改

造为厨房，老板花钱雇村里人给老年人做饭，并

发动其他爱心人士捐助了一些柴米油盐。这样，

老年人可以不依靠家庭便在老年房里解决食宿问

题。G 幸福院则挂靠给了一家民办养老机构，尝

试将幸福院打造成康复娱乐场所，免费为周边村

民提供医疗保健服务。机构负责人之前也是从事

社区养老行业，卖掉房子才筹集到启动和运营资

金，后来赔得血本无归。在朋友的介绍下，向 G
幸福院所在的村集体自荐承办幸福院，这样便有

了政策凭借，可以通过政府项目支持减轻资金投

入压力。但是机构负责人对于幸福院的发展预期

却略显悲观，“尽管有了政府支持，但只靠政府

肯定是不行的，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这是社会力量投身于农村养老事业建设的一

个微观缩影，也充分体现出互助养老政策的组织

脱嵌困境。当前的互助养老政策仅注重组织的形

式化供给，未能赋予其实质性权力，致使老年人

协会这一重要组织难以有效整合乡村社会的碎片

化资源，无法成为那些积极分子可以凭借的力

量，因而也就难以对互助养老的形式及内容产生

实质性影响。无论是社会热心人士，还是企业皆

难以依托组织实现互助养老效益的最大化，这些

自发行动起来的社会主体因缺乏制度化的渠道和

组织化的平台而难以真正参与到互助养老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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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支持 I 幸福院发展的老板说，“想要回馈家

乡，但需要帮助的老年人太多了，我不可能每个

都顾上，个人的力量实在有限，要是大家像以前

一样心齐就好了，那时只要一句话，就不怕没人

帮你，大家团结着呢。现在不行，谁也指望不

上，只能身体力行，尽自己一份心意”。

（（四四）） 政治脱嵌政治脱嵌：：互助养老政策悬浮于农村互助养老政策悬浮于农村

政治框架　政治框架　

互助养老肩负着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政治目标，内含着国家引导农村老年人共创美好

晚年生活的政治诉求，因此，互助养老事业的发

展是嵌入在国家政策安排、政府行政干预、政治

话语建构和乡村社会基础之中的，这种“自上而

下”和“自下而上”构成了互助养老发展的政治

环境，以及互助养老发展的主导性变量［36］。但从

H 县的互助养老政策实践来看，自上而下的行政

干预与相关工作的指标化推进脱离于乡村社会实

际情况，互助养老政策的政治目标在政策执行过

程中被行政体制的运作逻辑所吸纳，在影响农村

互助养老社会认同的同时也影响着其实践效果。

在行政力量的强力推动下，H 县互助养老事

业建设被简化为指标制定及其推进的单向过程，

导致基层政府高度卷入上级政府制定的严密的量

化体系中，成为推动一个又一个指标完成的政策

工具。指标推进过程不仅没有提升基层政府工作

人员对于互助养老政策意图的理解，也没有调动

起他们建设互助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具体来看，

中国政府具有层级性特征及相应的权责要求，基

层政府是距离乡村社会最近的国家行政体系的末

端，是沟通国家和社会的中间桥梁，预期在互助

养老事业中承担调查民意、反馈民情、找准需求

的重要任务，这一步是实现抽象政策和具体需求

有效衔接的关键。然而，在压力型体制下，为实

现互助养老的快速“见效”，基层政府被异化为

完成行政任务的政策工具，难以发挥能动作用以

强化政策和社会的契合度。具体来看，从基层政

府这一层级看去，互助养老事业建设被简化为一

项行政系统内部的指标推动工作。其一，上级政

府对于如何推动互助养老制定了指标化的标准，

不仅规定了幸福院的场所普及率、服务设施、服

务内容、服务频次等，而且限定了完成时间。基

层政府的大量精力耗散于指标推进，完成上级政

府指定的任务成为他们的普遍选择，缺乏走访社

会的时间和动力。其二，基层政府在指标完成过

程中，存在明显的功利化思维。这一方面表现为

为完成上级政府的指标要求，存在强制村委会申

报幸福院项目的情况；另一方面将互助养老事业

建设理解为“可看见”的服务设施供给。其三，

基层政府存在应付上级政府检查的情况。面对上

级政府的检查，基层政府不是让问题自然袒露出

来，而是通过造假营造出热闹纷繁的“现场”，

比如台账造假，幸福院建成后需要有最低标准的

服务人群，基层政府要求村级组织在台账上填写

数据；再比如“迎检现场做假”，即在迎检时，

雇佣老年人前来享用幸福院的服务，并且让老年

人组织好语言应付上级政府的询问。

更为糟糕的是，村级组织遭遇行政吸纳而成

为应付互助养老政策任务的被动角色。在“幸福

工程”推动工作中，村级组织主要负责项目申

请、场所提供、设施购买、日常运营、空间维护

和迎接检查等工作。然而，政府的指标化推进方

式使得村干部对幸福院的态度较为消极和被动，

互助养老被视作一种主要是为了应付政府考核的

外部压力。在政策执行中，村干部推动互助养老

事业发展的积极性不高，“现在自上而下的事情

越来越多，除了填表格就是填表格，上面怎么

说，我们就怎么做，你说，做这些有啥意义呢？

不做又不行，不做要通报批评，排名倒数还要扣

钱咧。我们也知道这事重要，但我们不想做，没

有这个金刚钻，就不想揽这个瓷器活，心累哎”。

究其原因，一是源于资金匮乏。虽然政府提供了

部分资金用于幸福院场所的改造和设施的投入，

但是却缺乏维系幸福院运营的后期投入，无法雇

佣专门人员管理及运营幸福院，这导致相当一部

分幸福院只在应付检查时才向村民开放。二是源

于风险规避。幸福院当前建设还存在诸多不完善

之处，比如未能取得规范的运营手续，未能实现

医疗设备的配备和医疗资源的链接，这样，村干

部十分担心老年人在幸福院内部出现安全事故，

因此不愿意拓展幸福院的服务内容。当村级组织

缺乏参与动力和能力时，普通群众更是难以动员

起来并参与互助养老发展之中，从而在国家推动

的互助养老事务中长期处于依赖且被动的决策，

“政府在干、老人在看”也就成为一种稳定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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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事实。

因此，从基层看去，行政导向的政策执行既

日益偏离政治目标，又悬浮于农村社会的生活逻

辑，致使以幸福院为抓手的互助养老事业建设因

陷入政治脱嵌困境而难以取得实际效果，呈现出

“有 （资源投入的） 增长无 （福利产出的） 发展”

的不良后果。

四、嵌入性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

政策的优化路径  

互助养老政策的结构性脱嵌深刻影响了农村

互助养老事业的建设成效，不仅带来了服务供给

低效和资源耗损严重的消极后果，而且持续弱化

了农民对于互助养老政策的认同。这些消极影响

既有悖于互助养老事业发展初衷，又无助于提升

农村老龄化社会治理能力。为有效推进农村互助

养老，必须要重塑农村互助养老政策的嵌入路

径，构建起政策与社会的双向良性循环，助推互

助养老政策的认知、文化、组织和政治的结构性

嵌入。

（（一一）） 加快协商平台构建和服务评估优化加快协商平台构建和服务评估优化，，

助推互助养老政策的认知嵌入　助推互助养老政策的认知嵌入　

服务内容的认知匹配是互助养老获得乡村社

会认同和接纳的前提，只有老年人从服务的消费

中切实感受到生活福祉的提升，他们便有动力从

服务的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合力生产出有效的

养老服务。在这个意义上，互助养老不应被视为

政府主导的外部事务，而应被理解为针对农村老

年人的人心建设的内部事务，这项人心建设事项

以政府政策认知和村民社会认知的相契合为前

提。为此，需要加快协商平台构建和服务评估优

化，实现政府政策认知的纠偏，从而助推互助养

老政策的认知嵌入。

一是加快协商平台构建。老年人是老年生活

的直接安排者和直观体验者，他们对于自身需要

什么样的服务有着最为深刻的认知，将他们纳入

互助养老服务内容供给的决策过程，能够有效引

导政府提供更为老年人喜闻乐见且匹配其身体能

力的服务资源。为此，政府需要搭建好政社协商

平台，畅通老年人针对互助养老服务内容的需求

表达和意见反馈渠道，让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主

导服务内容的供给方向，从而确保有效的服务得

以生产出来。

二是优化服务评估体系。互助养老服务需要

经受住实践检验，才能真正促进老年人生活福祉

的提升。因此，政府要优化服务评估体系，将服

务评估重点从服务设施评估转变为服务效果评

估，也就是说，将老年人对于服务效果的评价纳

入考核体系之中，深度了解老年人体验相关服务

的实际感受，从而为服务的优化提供社会依据。

协商平台搭建和服务评估优化，将有利于政

策认知纳入更多的社会内容实现自我调整，提高

其同社会认知之间的契合度，只有这样，它才能

逐渐摆脱同社会之间的认知嵌入张力。

（（二二）） 强化养老政策宣传和家庭政策支持强化养老政策宣传和家庭政策支持，，

助推互助养老政策的文化嵌入　助推互助养老政策的文化嵌入　

在我国农村人口加速老化的背景下，农村老

年人的养老环境发生变化并引发了一系列适应性

调适行为。然而，以孝文化或孝政治为载体的家

庭养老仍是主流养老模式［37］，致使养老无法走出

家庭边界。互助养老进入乡村社会时必然要考虑

到这一基本文化事实并需要采取积极行动促进农

民文化观念的转变，从而为互助养老事业争取文

化空间和行动支持。当然，互助养老并非要取代

家庭养老，而是要形成补充，将那些家庭无法承

载的养老功能转移至社会领域，依托群体互助加

以解决。为此，需要加强互助养老政策宣传，以

及推动支持性的家庭政策构建，助推互助养老政

策的文化嵌入。

一是要强化互助养老政策宣传，拓展农村养

老文化观念。事实上，功能层面的互助养老呼之

欲出，老年人常常希望走向社会以缓解“独坐家

门中”的精神空虚，以及依靠邻里帮扶化解“死

去多日无人知晓”的生命风险。然而，沿袭已久

的家庭养老文化观念却有一定滞后性，无法为互

助养老发展提供文化依托。为此，需要强化政策

宣传改变农民的传统观念，考虑到政策理念的抽

象性，政策宣传不宜停留于枯燥的文本宣读和抽

象的理念宣传，而应该以“需求”撬动观念的转

变，在宣传中注重同老年人的迫切养老需求相结

合，“急老人之所急”。除此之外，采用通俗易懂

的宣传语，实现政策表述的地方转化和在地解

读，从而让老年人更好理解政策意图和自身需求

之间的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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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构建支持性的家庭政策，释放农村老

年人的主体能力。当前，低龄老年人高度卷入子

代家庭发展之中，难以获得为自己老年生活打算

的时间，也无力参与到互助养老事业中。为了将

老年人从沉重的代际责任中解放出来，需要以农

民家庭为单位优化县域公共服务，推动城乡公共

服务的均衡化发展，比如优化教育、医疗资源，

让孙代能够就近获得良好的教育资源，老年人能

够就近获得良好的就医体验等，以此降低农民家

庭的发展成本和城镇化负担［38］。只有这样，老年

人才能逐渐从子代家庭发展目标的代际捆绑和孝

政治的家庭锁定中解脱出来，获得“为自己而

活”的空间，才能有更多精力参与到农村互助养

老的事业建设中去。

（（三三）） 加强社会精英吸纳和组织体系构建加强社会精英吸纳和组织体系构建，，

助推互助养老政策的组织嵌入　助推互助养老政策的组织嵌入　

政府的互助养老政策资源在进入乡村社会时

面对的常常是相对分散的村民，只有提高乡村社

会的组织化程度，才能降低国家和社会的对接成

本。在农村社会中存在诸多类型的组织，外来社

会组织、村级组织和内生社会组织等。考虑到外

来社会组织的乡村融入困境，以及村级组织的行

政吸纳问题，培育内生社会组织是提高农村组织

化的一条可行路径，依托内生社会组织能够强化

养老服务的组织化供给。内生组织培育需要时间

和方法，恩施市 B 乡互助养老发展的成功案例值

得借鉴，它体现的便是通过内生社会组织的培育

激活了老年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而将乡村社会中

的碎片化资源整合起来为互助养老发展提供社会

支持。B 乡提升乡村社会组织化的经验可总结为

前后关联的两个步骤：本土社会精英吸纳和互助

养老组织体系构建。

一是加强社会精英吸纳。B 乡存在多种多样

的老年人，有从学校、机关单位退休拿着退休金

的老人，有从事农业劳动、打着零工的低龄老

人，也有进入养老状态的高龄老人。相比于后两

者，有退休金的老人可以称作社会精英，他们往

往有着更高的文化水平、更多的闲暇时间，还有

着继续参与社会事业的热心。从 2013 年开始，B
乡通过将这些老年精英组织起来成立老年人协

会，凭借这些精英所具有的丰富的社会资本和技

术、信息、知识等资源优势，撬动乡村社会的关

系网格，以及向外界拓展资源链接途径，不仅为

互助养老提供了多元化的资源支持，而且增强了

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是组织体系构建。B 乡基于乡—村—组三

级单元，在全乡构建出“老年服务中心—老年人

协会—老年之家”三级互助组织。具体来看，乡

一级是老年服务中心，负责链接内外部资源和主

导发展方向；行政村一级是老年人协会，负责组

织、执行和落实各项具体工作；村民小组一级是

老年人之家，负责提供日常性的活动场所以及组

织老年人开展具体的互助帮扶行动。在三级互助

组织的带动下，B 乡最终形成了“一学二帮三娱

乐四结合”的服务输出模式，全面激发了老年人

的主观能动性，并且提供有效渠道实现了乡村社

会的高度组织化。十年来，该互助组织中的 132
名成员同弱势老人结成帮扶对子，成功匹配 300
多个对子，其中帮扶者的平均年龄在 64 岁，被帮

扶对象的平均年龄在 76 岁。正是社会组织的参与

确保了互助养老政策不再单纯停留于场所建设和

设施供给，而是真正让这些场所和设施在社会组

织的参与下运转起来，并依托内生的组织力量生

产出低成本、高福利和可持续的互助养老服务，

切实改善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四四）） 优化治理主体合作和考核体系改善优化治理主体合作和考核体系改善，，

助推互助养老政策的政治嵌入　助推互助养老政策的政治嵌入　

治理主体间的合作结构深刻影响着互助养老

的发展逻辑和实践路径。在互助养老政策执行

中，政府往往处于中心位置，村级组织则处于相

对边缘的位置，无论是在政策设计还是实施中都

处于相对被动的角色，所能发挥的沟通国家和社

会的作用有限。这样，互助养老政策难免遭遇行

政吸纳而背离其政治初衷。为此，需要优化治理

主体的合作结构，改善互助养老服务考核体系，

从而助推互助养老政策的政治嵌入。

一是要优化治理主体的合作结构。在资源相

对稀缺的中西部农村地区，互助养老的发展离不

开政府支持和社会激活。县乡政府和村级组织是

推动互助养老事业发展的重要治理主体，政府和

村级组织应明确各自只能范围和责任边界，克服

“行政介入过度”或“行政介入不足”的两难困

境。在互助养老事业建设初期，政府应发挥主要

作用，负责制定并完善政策和指导方针、统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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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专项资金、建构权责相匹配的责任体系。在互

助养老事业推进期，应赋予村级组织一定的自主

空间，对于那些可以由村民协商解决的事项在不

违反政策方向和原则的基础上应尊重村民自治，

使其能够将政策引至更贴合乡村社会实际的方向

发展。除此之外，还应重视老年人协会这一组织

的实际作用，支持协会接管互助养老的具体运

行，在充分吸纳老年人意见的基础上确定服务供

给的具体方式和标准，使得服务内容更能够满足

老年人差异化、层次化的需求。

二是要改善互助养老工作考核体系。强化以

质量而非数量为导向的考核体系，改变互助养老

工作中“以数量论英雄”的行政考评体系，不过

分关注服务设施配备是否完备、是否达到高标

准，而应该将考核重点放置于互助养老政策的实

践效果，也就是说，互助养老活动是否得以顺利

展开，是否切实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福祉。在此

基础上，坚持以互助养老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倡

导构建低成本、高福利、可持续的互助养老模式

并总结提炼可靠且可行性较强的典型经验，将那

些深受老年人喜爱和认可的服务作为重要考核内

容，提高服务效果在考核体系中的分量与权重。

除此之外，考虑到互助养老事业发展是一项长期

性、系统性工程，政府不宜制定严格的进度推进

体系，而是要放宽时限要求，甚至不对其做出强

制性要求，给予农村互助养老事业发展更为充分

的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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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dilemma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rural mutual assistance elderly care policy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embeddedness ——  based on field survey of H County in Henan Province

LIU Qi
（College of  Social and Ethn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As  mutual assistance elderly care moves from the stage of spontaneous social development to the stage of national ac⁃
tive coordination，the practical importance of mutual assistance elderly care policies is highligh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 ⁃
beddedness，the policy in rural  areas  is  inevitably  influenced by many endogenous factors so the policy needs actively adjusting 
itself and promoting the social embeddedness of cognition，culture，organization，and policy in order to achieve good effects .  How⁃
ever，due to the emphasis on hardware investment and the pursuit of standardized services，the decline of mutual aid culture and 
the concept changes of elderly care，the lack of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system construction，the promotion of quanti⁃
tative indicators，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administrative control，there are structural difficulties such as cognitive detachment，cul⁃
tural detachment，organizational detachment，and policy detachment.  As an improvement，we shoul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consultation platforms and optimize service evaluation，strengthen the promotion of elderly care policies and family support policy，
strengthen the absorption of social elit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al systems，optimize the cooperation of governance en⁃
tities and improve the assessment system，create a good embedded environment to promote the cognitive，cultural，organizational，
and political embedding of mutual assistance elderly care policies，and truly achieve low-cost，high-welfare，and sustainable produc⁃
tion of mutual assistance elderly care services.
Keywords： Mutual assistance for elderly care；Embedding；Disembedding；Social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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